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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发展离不开创新研发活动,驱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需要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次共同

发力。 已有研究从微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探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缺乏相应路径的深入研究。 为

此,文章以 2013—2018 年沪深 A 股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引入中观视角下的政府补助作为中介变量,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意愿的作用路径,并讨论宏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此路径的调节作

用。 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意愿;政府补助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起到中

介作用;混合所有制程度可以正向调节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的关系。 通过进一步分析,文章还得

出:政府补助在企业当期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更显著,而混合所有制程度对滞后一期的企业

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国企借助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创新发展和深入推

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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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转换新动能是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背景下,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也是促

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主要实现方式。 作为经济发展基本单元,企业在此进程中无疑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经济发展不确定、市场反响不确定和技术研发不确定等多重叠加的环境下,企
业能否全力投入研发高新技术,践行“创新中谋未来”的发展理念,已成为我国各类企业当前所面临

的共同难题。
目前企业创新意愿不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创新活动投资周期长、风险大,企业可能会出现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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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宏观层面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企业提供了良好

的制度环境,中观层面由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这些举措在降低企业研发投入不确定

性、研发成本等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 企业在响应国家产业技术促进

政策时所表现出的诸如使命感、共同愿景等社会责任感[1] ,是各企业文化、发展策略、组织行为等的

综合表现[2] ,可以通过品牌塑造降低代理成本,与相关融资渠道直接建立联系,增加企业获得政府

补助和外部投资的机会,从而加强企业的创新意愿。
已有研究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重要作用,如季桓永等从异质性资源角度认为企业社

会责任可以正向影响技术创新[3] ;吴迪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能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4] 。 但

是多数研究仅从微观层面分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向创新转化的作用机制,忽视了创新对其宏观、中
观和微观环境的依赖性。 而事实上促进企业参与创新活动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同时

进行。 因此本文选择从宏观的所有制改革、中观的政府补助政策、微观的企业社会责任塑造企业的

创新路径。 另外,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助的关系研究中,部分学者仅从员工保障与社会捐赠[5]

等单一层面的社会责任探讨对政府关联的作用,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整体表现对政府补助的重要

影响。 最后,目前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关系的文献主要考虑企业参与混合制改革对创新的

直接促进作用[6] ,缺乏讨论混合所有制程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的作用。
鉴于此,本文将借助资源基础理论、信号传递理论进行深化研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企业一直将利润最大化视为主要宗旨,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普遍较

弱。 而随着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兴起,社会开始向企业提出更多要求(如环境保护建设、
维护消费者权益等)。 20 世纪 80 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方式是不断思

考如何更好地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服务[7] 。 学者也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与各类利益相关者以

及社会、环境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所制定的广泛战略和运营实践[8] 。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必要性。 早期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视角集中在财务绩效层面,如 Tang
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使财务绩效得到改善[9] ;朱乃平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利

于扩大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促进长期财务绩效的提升[10] 。
这些研究从改善财务绩效的角度可以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相较

于财务绩效,企业竞争力能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11] 。 基于资源基础的理论指出,稀缺和有

价值及模仿成本高的资源能够使企业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12] 。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可获取独特竞争

优势,但是由于创新投入的金额大且回收期长、风险大[13] ,企业的创新意愿往往得不到有效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履行微观层面的社会责任可以降低研发风险,提升创新积极性。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作为战略投资,降低研发活动的各类风险约束,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意

愿。 企业在开展研发活动时最容易受到资源和融资等约束[14] ,而企业社会责任是各企业文化、发展

策略、组织行为等的综合表现[15] ,可以作为一种无形资源,帮助企业获得消费者品牌忠诚和良好声

誉,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Contini 等通过对金砖国家能源企业的研究证实了消费者特别忠诚于那些

支持偏远社区改善其社会经济状况的企业,出于对顾客的维护企业也会相应开展研发活动[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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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as
 

等通过对 3
 

931 家上市公司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可以

增加其“绿色商誉”,创造竞争优势并为研发活动作准备[17] 。 冷建飞和高云提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可以增强股东的信任和期望从而获得稳定而持续的投资,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18] 。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可以充分发挥员工创造力,使企业在创新发展中得到更多人才贮备。

在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中,研发人员发挥主导作用[19] 。 而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作为一个企业运

营良好的积极信号,帮助企业获得一定的招聘优势,吸引更多研发型优秀员工的进入。 同时企业在

环境、社会捐赠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履行也可以增加创新研发人员的组织认同感与自豪感,使原有员

工的创造力得以提升,进而可以使企业愿意开展更多竞争优势明显的研发活动。 张新国和吕晶晶

通过调研发现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激发知识型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从而促进企业员工的创

新意愿,进而推动企业开展创新活动[20] 。 另外,有部分学者指出企业为内部的员工履行如工作环境

改善[21] 、增加福利[22]等社会责任,可以吸引新员工加入以及提高员工的创新积极性。
本文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持续稳定地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故提出假设 1。
假设 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增强创新意愿。
(二)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涵盖了财政贴息、退税、科技创新与政策补贴等多个方面,可以从中观层

面为企业提供支持。 本文认为,企业在微观层面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促进政府补助的获得,主要概

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向政府展示良好形象,获得政治关联。 企业积极履行

纳税义务、不断改善雇员工作环境与员工福利、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与慈善事业、严格遵循质量标准

等可以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目标的实现。 这些行为塑造了一个与政府的公共目标相契合的良好企

业形象,因而这类企业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税收优惠、融资特权的可能性也会进一步提升[23] 。 李姝

与谢晓嫣认为社会责任履行好的企业可获得更高政治关联度[5] 。 Shu 等也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获

得政治支持与政府优待的有效途径[24] 。 第二,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良好

的经营状况,获得政府的信任。 信号传递理论指出,有效和可信的信号一般模仿成本很高[25] 。 经过

第三方机构评测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作为可靠的信号代替企业的客观财务和运营数据,为政府对

企业进行补助前的信息选择与分析作参考,缓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社会责任履行较

好的企业可以赢得政府的关注和资金支持。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促进政府补助的获得。
企业可以借助履行社会责任获取一定的竞争优势,直接促进企业更好地创新与成长。 然而融

资约束风险在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中广泛存在[26] ,并且是制约企业创新意愿的关键要素。 政府补

助作为企业研发投入在中观层面的主要资金渠道之一,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风险,增强企业开展研

发活动的创新意愿。 一方面,企业借助社会责任实践向政府传递积极信号,获得相应的政府补助。
而政府补助可以被纳入企业利润,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27] ,企业创新意愿因此得到强化。 苏屹等借

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企业通过获得的政府补助有效增强了企业的创新意愿[28] 。 另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获得政府补助,释放技术和监管双重认证的强信号[29] ,使企业

既能缓解投融资压力又有机会获得多个创新投入资金支持渠道,进而加强企业的创新意愿。 郭玥

发现政府创新补助可以作为强信号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30] 。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3。
假设 3:政府补助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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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所有制程度的调节作用

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显性或隐性投资,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增
强企业的创新意愿。 但是通过社会责任履行强化创新意愿的程度也可能会受到宏观政策环境的影

响。 自 2013 年国家从宏观层面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国企业开始尝试并逐步推

进国有股份和民营股份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改革。 本文希望探讨宏观混合所有制程度在企业社

会责任与创新意愿这一微观机制中的调节作用,为企业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倾向于满足国家基础性公益性事业建设,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而民营企

业在创新方面更具有活力[31] 。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一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也开始面临垄断属

性逐渐削弱的局面[32] ,此时通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融合,将使原有国有企业的科技

研发更贴近市场,增强其研发的市场响应力和成果的市场竞争力。 沈红波等通过对云南白药集团

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的研发效率得到明显提

高[33] 。 另外,混合所有制的股权多样性能够发挥不同资本主体的优势[34] ,促进各类资本方在管理

决策上的有效制衡,也有利于破解国有资本股权集中带来的代理人问题、预算软约束等问题,进而

形成灵活高效的市场化可持续创新能力。 朱磊等基于治理视角实证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弱化

对股东资金的侵占,使国有企业创新积极性提升[35] 。 由于财政补贴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并对

非国有企业有更高的激励效应[36]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的总体创新效率。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关系中,把民营资本引入国有企业可以增加国有企业的逐利属

性,一方面使国有企业更注重自身的战略发展,提升创新意识,加强股东的信任与员工的创新积极

性,推动企业更有意愿开展创新研发活动以谋求未来经营的竞争优势,加强内部社会责任到创新意

图 1　 概念模型

愿的转化机制。 另一方面,提高混合所有

制程度可以提升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的质量[37] ,增加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带来的

声誉效应,进而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

意愿投入的正向影响。 因此可以看出混

合所有制程度可以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

新意愿的效应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4。
假设 4:混合所有制程度在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意愿的关系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指标

本文主要利用 CSMAR 和 CCER 经济金融数据库中的沪深 A 股国有上市企业各类数据进行研

究,考虑到我国企业是从 2013 年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因而选择时间跨度为 2013—2018 年。
同时也对数据进行处理:(1)考虑到部分行业企业的业务性质对财务指标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删除

金融及保险行业的数据;(2) 考虑到财务状况异常的企业相应数据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剔除标

ST、PT 等存在经营问题的公司;(3)考虑到要验证混合所有制程度的调节作用,删除截至 2018 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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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纯国有资本的企业。 通过以上处理方式,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为 2
 

044 个。
本研究所选择的各变量指标与数据获取方式如下。
(1)企业创新意愿。 本文认为创新意愿代表了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的意愿,更侧重于创新投

入方面,因此选择企业科研投入作为企业创新意愿的刻画指标。 创新意愿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

数据库的研发状况栏目。
(2)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股东、客户、环保、慈善、员工五个方面,一般与利

润、职工薪酬、企业捐赠、环保支出等财务指标相关联。 相较于每股贡献值的计算方式,润灵环球社

会责任评级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测主要按照行业划分每个方面的权重比例,并通过多级指标

对股东、客户、环保、慈善、员工五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价,因此数据的可信度较高。 所以,本文选择

润灵环球评级机构对上市公司按照五个维度的综合评分作为社会责任的刻画指标。
(3)政府补助。 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前,政府补助以营业外收入细目的形式体现在公司的财务

报表中,因此本文 2013—2016 年的政府补助数据获取主要利用上市公司的营业外收入细目加总而

得,对 2017、2018 年的政府补助数据主要通过国泰安数据库“政府补助”栏目内的营业外收入与其

他收益细目加总而得。
(4)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 本文对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的衡量主要借鉴解维敏[38] 的研究。 首

先从 CCER 数据库中找到十大股东文件,分别计算每种类型股东国有、民营、外资股份、集体股的股

份之和,再通过熵指数(MIX)来刻画混合所有制程度。 计算公式如下:

MIX = 􀰐Qi × ln
 

(1 / Qi) (1)

其中,Qi 是企业的第 i 种类别股份数与前十大股东持股数的比例。 经过计算的公司前十大股

东的熵指数越大则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
同时本文从四个层面选择控制变量,分别为:企业的经营状况选择企业盈利水平代表,治理层

面选择股权集中度进行刻画,企业主体特征方面选择企业规模进行控制,在行业环境层面选择行业

集中度。 其中,盈利水平指标用营业收入与总资产比例刻画,股权集中度指标来源于第一大股东的

持股比例,用员工总数来衡量企业规模指标,行业集中度指标来源于赫芬达尔指数。 表
 

1
 

列示具体

的变量定义。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创新意愿 Innovation 研发投入的对数

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 CSR 润灵环球机构的社会责任评分值

中介变量 政府补助 Subsidy 国泰安—政府补助—营业外收入和其他收益细目手动筛选加总

调节变量 混合所有制程度 MIX 每个公司十大股东的熵指数 MIX = 􀰐Qi × ln
 

(1 / Qi)

控制变量

盈利水平 ROA 营业收入 / 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FIRST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企业规模 SCALE 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

行业竞争度 HHI 国泰安数据库—赫芬达尔指数

　 　 (二)模型设定

模型(2)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意愿的影响,Innovation 代表被解释变量创新意愿,CSR 表示

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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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
 

α0
 +

 

α1
 CSRit

 +α3Controls+
 

εi (2)
其中,Controls 为控制变量,包括股权集中度、企业规模、行业竞争程度、盈利水平。 当企业社会

责任的回归系数 α1 大于 0 则可以支持假设 1。
模型(3)、(4)主要检验政府补助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 模型(3)主要检验

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补助(Subsidy)的影响,若两者的回归系数都大于 0 并且显著,则可以证明企业

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即假设 2 成立。
Subsidy

 

=
 

α0
 +

 

α1
 CSRi t

 +α2Controls+
 

εi (3)
模型(4)将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助同时纳入模型以检验对创新意愿的影响,若企业社会责任和

政府补助的回归系数都大于 0 并且显著,则可以证明政府补助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3 就得到支持。
Innovation =

 

α0
 +

 

α1
 Subsidy

 

it
 +α3

 CSRit +α5Controls+
 

εi (4)
模型(5)用于检验混合所有制程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为了保证加入

交互项前后的主变量系数具有可比性,本文选择 Balli 和 Sørensen[39]提出的调节效应模型设定形式。
Innovation =α0 +α1CSRit

 +α2MIX
 

it
 +α3

 (CSRit -CSRit)
 

×(MIX
 

it
 -MIXit) +α4Controls+εi (5)

其中,MIX 表示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 CSRit 与 MIXit 分别代表企业社会责任与混合所有制的均

值,(CSRi t -CSRit)
 

×(MIX
 

it
 -MIXit )代表企业社会责任与混合所有制的交互项,若交互项的系数为

正,则可验证假设 4。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研究之前,本文首先进行变量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主要变量

中,创新意愿与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为 0. 245,可以初步印证假设 1,即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有助于增强创新意愿。 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助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
385),可以初步印证假设 2。 混合所有制程度与创新意愿之间关系也为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 0.
141,这也印证了我国学者对混合所有制对创新有积极影响的研究。 从变量的平均值看,样本企业

的社会责任平均值较低,标准差较大,这说明我国目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还有待提升,且
不同企业之间对社会责任的态度也有较大差异。

表 2　 相关系数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创新意愿 1. 000

企业社会责任 0. 245∗∗∗ 1. 000
政府补助 0. 465∗∗∗ 0. 385∗∗∗ 1. 000

混合所有制程度 0. 141∗∗ 0. 066∗∗∗ 0. 132∗∗∗ 1. 000
企业规模 0. 543∗∗∗ 0. 438∗∗∗ 0. 632∗∗∗ 0. 102∗∗∗ 1. 000

股权集中度 0. 052∗∗ 0. 158∗∗∗ 0. 116∗∗∗ -0. 441∗∗∗ 0. 251∗∗∗ 1. 000
盈利水平 -0. 045∗ 0. 049∗∗ -0. 025 -0. 030 0. 334 0. 043∗∗ 1. 000

行业竞争度 -0. 059∗∗∗ 0. 108∗∗∗ 0. 016 -0. 102∗∗∗ 0. 125∗∗∗ 0. 063∗∗∗ 0. 074∗∗∗ 1. 000
平均值 18. 589

 

3 42. 762
 

6 17. 620
 

9 0. 506
 

5 8. 851
 

2 0. 402
 

3 0. 072 0. 123
 

0
标准差 1. 958

 

9 12. 380
 

9 1. 708
 

0 0. 267
 

1 1. 348
 

6 0. 156
 

3 0. 321
 

8 0. 132
 

8

　 　 注:∗、∗∗、∗∗∗分别表示 p<0. 10,p<0. 05,p<0. 01。

09



郑景丽,等　 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助与创新意愿

(二)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 Hausman 检验得出 p 值为 0. 000,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相关假设的验证。 另外

对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 p 值为 0. 000,存在异方差,因此本文还对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了异方差稳健性估计。
1.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 3 和表 4 所示,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作用机制研究需要借助三个模型。 首先借助

模型 1 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回归系

数为 0. 014,因此可以验证假设 1。 其次利用模型 2,以政府补助为被解释变量,检验企业社会责任

与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每增加 1%,企业获得

的政府补助可能增加 0. 9%,因此可以证明假设 2 成立。 最后,利用模型 3 将企业社会责任及政府补

助一起纳入创新意愿这一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政府补助能

够正向促进创新意愿,回归系数为 0. 074。 同时与模型 1 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

响由 0. 014 变为 0. 013,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能直接影响创新意愿,而且还通过政府补助间接

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即政府补助可以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
假设 3 成立。 对固定效应模型和异方差稳健型的回归结果对照后发现主要变量的系数并未发生明

显变化,可以说明模型回归结果具备较高可信度。
表 3　 实证检验结果(固定效应模型)

创新意愿 政府补助 创新意愿 创新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企业社会责任 0. 014∗∗∗

(3. 12)
0. 009∗∗

(2. 11)
0. 013∗∗∗

(3. 10)
0. 012∗∗∗

(2. 68)

政府补助 0. 074∗∗∗

(2. 79)

企业社会责任×混合所有制程度 0. 021∗∗

(2. 2)

混合所有制程度 0. 543∗∗∗

(3. 39)

企业规模 0. 338∗∗∗

(4. 46)
0. 431∗∗∗

(6. 16)
0. 304∗∗∗

(3. 97)
0. 342∗∗∗

(4. 55)

股权集中度 -0. 018∗∗∗

(-3. 76)
-0. 006
(-1. 29)

-0. 018∗∗∗

(-3. 69)
-0. 012∗∗

(-1. 35)

盈利水平 0. 188
(1. 46)

-0. 148
(-1. 54)

0. 177
(1. 38)

0. 178
(1. 39)

行业竞争度
-0. 251
(-0. 85)

-0. 675∗∗

(-1. 88)
-0. 173
(-0. 58)

-0. 185
(-0. 64)

_cons 15. 78∗∗∗

(22. 15)
13. 75∗∗∗

(20. 96)
14. 75∗∗∗

(18. 3)
15. 28∗∗∗

(21. 08)

F 值 11. 97 12. 6 10. 25 10. 1

　 　 注:∗、∗∗、∗∗∗分别表示 p<0. 10,p<0. 05,p<0. 01。

在控制变量中,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负向影响创新意愿,说明企业股权集中的现象可能会导致风

险集中和侵占其他股东的利益等现象,阻碍企业的创新进程,这也反映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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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规模的企业创新效率较高,这是因为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

金,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承担创新投入成本的能力较强。 另外,企业盈利水平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

响为正,说明企业经营状况越好,企业的创新意愿越强。 企业行业集中度对创新意愿的估计系数为

负,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越小,企业的创新意愿越可能减弱。 综上,控制变量的实证检验结果基本达

到预期,可以证明回归模型的结果是可信的。
表 4　 实证检验结果(异方差稳健型模型)

创新意愿 创新意愿 政府补助 创新意愿 创新意愿

模型 1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企业社会责任 0. 014∗∗∗

(3. 12)
0. 014∗∗∗

(3. 04)
0. 009∗

(1. 91)
0. 013∗∗∗

(3. 05)
0. 012∗∗∗

(2. 70)

政府补助 0. 074∗∗∗

(2. 76)

企业社会责任×混合所有制程度 0. 021∗∗

(2. 52)

混合所有制程度 0. 543∗∗∗

(3. 85)

企业规模 0. 338∗∗∗

(4. 46)
0. 338
(1. 13)

0. 431∗∗∗

(6. 35)
0. 304
(1. 01)

0. 342
(1. 15)

股权集中度 -0. 018∗∗∗

(-3. 76)
-0. 018∗∗

(-1. 96)
-0. 006
(-0. 84)

-0. 018∗∗

(-1. 96)
-0. 012
(-1. 35)

盈利水平 0. 188
(1. 46)

0. 188
(1. 19)

-0. 148
(-0. 73)

0. 177
(1. 12)

0. 178
(1. 14)

行业竞争度
-0. 251
(-0. 85)

-0. 251
(-1. 24)

-0. 675∗

(-1. 88)
-0. 173
(-0. 83)

-0. 184
(-0. 91)

_cons 15. 78∗∗∗

(22. 15)
15. 78∗∗∗

(5. 53)
13. 75∗∗∗

(11. 09)
14. 75∗∗∗

(5. 4)
15. 28∗∗∗

(5. 42)

F 值 11. 97 11. 97 5. 75 11. 58 10. 65

　 　 注:∗、∗∗、∗∗∗分别表示 p<0. 1,p<0. 05,p<0. 01。

图 2　 混合所有制程度的调节作用

2. 调节效应检验

在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关系的基础

上,模型 4 主要引入企业社会责任与混合所有制水平

的交互项,用于检验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

与创新意愿关系的影响。
模型 4 的结果显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企业社

会责任与混合所有制程度的交互项正向影响企业创

新意愿投入,交乘项系数为 0. 021。 这个回归结果说

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企业

社会责任对创新意愿的正向影响,即在社会责任实践

水平持平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水平较高的企业创新

意愿会更高,假设 4 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 图 2 更直观地显示混合所有制在创新意愿中的调节作

用。 当混合所有制程度较高时,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正向关系更强。 这也说明国有企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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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企业股权结构的角度重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自身利益的积极影响,通过进一步改革提升

企业的创新意愿。
3.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滞后一期与创新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并考虑政

府补助与混合所有制在其中的作用。 检验结果与前文研究基本一致,如表 5 所示。 这表明本研究

结果具有可靠性与稳健性。 另外,与同时期的回归结果(表 3)相比,政府补助在企业当期社会责任

与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更显著(回归系数为 0. 060),混合所有制程度对滞后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与

创新意愿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回归系数为 0. 022),原因可能是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的直接信

号传递作用较强,而混合所有制程度主要涉及内部治理结构,滞后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尤其是股

东责任履行对整个公司当期的混合所有制程度起到重要作用。 这也说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

长期性的特点,企业创新意愿与当期和滞后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都具有重要联系。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创新意愿 政府补助 创新意愿 创新意愿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企业社会责任 0. 014∗∗∗

(2. 92)
0. 010∗∗

(2. 35)
0. 013∗∗∗

(2. 79)
0. 012∗∗∗

(2. 66)

政府补助 0. 060∗∗

(2. 19)

企业社会责任 ×
混合所有制程度

0. 022∗∗

(2. 19)

混合所有制程度 0. 583∗∗∗

(3. 53)

企业规模 0. 302∗∗∗

(3. 67)
0. 375∗∗∗

(5. 01)
0. 278∗∗∗

(3. 33)
0. 305∗∗∗

(3. 72)

股权集中度 -0. 015∗∗∗

(-2. 98)
-0. 005
(-1. 13)

-0. 787∗∗

(-2. 06)
-0. 008
(-1. 59)

盈利水平 0. 206
(1. 56)

0. 043
(0. 39)

0. 206
(1. 55)

0. 190
(1. 44)

行业竞争度
-0. 208
(-0. 64)

-0. 782∗∗∗

(-2. 70)
-0. 157
(-0. 48)

-0. 151
(-0. 46)

_cons 15. 98∗∗∗

(20. 93)
14. 19∗∗∗

(20. 53)
15. 14∗∗∗

(17. 5)
15. 43∗∗∗

(19. 94)

F 值 15. 6 9. 23 14. 71 15. 67

　 　 　 注:∗、∗∗、∗∗∗分别表示 p<0. 1,p<0. 05,p<0. 01。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与建议

企业的创新意愿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息息相关。 为全面衡量企业创新意愿的激发因

素,本文从混合所有制、政府补助及企业社会责任等多层级因素出发,以我国 2013—2018 年 A 股国

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创新意愿的影响,同时考虑政府补助的中

介作用以及混合所有制程度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正向显著影响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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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且政府补助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2)混合所有制程度正向调

节着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相互关系。 (3)政府补助在企业当期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中介

作用更显著,而混合所有制程度对滞后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企业管理者应该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视为能够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的战略性投入[40] ,认识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帮助实现政府的各项目标,从而与政

府建立更加稳定的联系,借助政府补助为企业生产经营及研发活动注入活力。 第二,国有企业积极

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提升其在奉行社会责任中产生的创新意愿,这提示企业要继续深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适当融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意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二)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文仅选择 A 股国有上市企业作为数据源,事实上,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应该更需

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获得政府的相应补助支持,因此可以继续深入对比研究此中介作用机制在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的作用程度。 其次,尽管本文发现政府补助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

有部分中介作用,但是没有讨论不同政府补助类型对创新意愿的影响程度,今后应深入研究 R&D
政府补助与非 R&D 政府补助分别对社会责任和创新意愿之间的影响。 最后,本文研究了混合所有

制改革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借助门槛模型继续研究民

营股份和外资股份在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最佳作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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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innovative
 

R&D
 

activities 
 

and
 

driv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enthusiasm
 

requires
 

joint
 

efforts
 

at
 

three
 

levels 
 

macro 
 

meso
 

and
 

micro.
 

Existing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mpact
 

on
 

innovation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t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path.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
 

shares
 

from
 

2013
 

to
 

2018
 

as
 

a
 

sample 
 

chooses
 

to
 

introduce
 

intermediate
 

variable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studies
 

the
 

path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innovation
 

intention 
 

and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degree
 

path
 

from
 

the
 

macro
 

level.
 

It
 

is
 

found
 

that 
 

1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sitively
 

affects
 

corporate􀆶 s
 

innovation
 

intention 
 

2  Government
 

subsidies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intention 
 

3  Mixed
 

ownership
 

reform
 

can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intention.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the
 

article
 

also
 

conclud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intention
 

in
 

the
 

current
 

period
 

is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degree
 

of
 

mixed
 

ownership
 

has
 

a
 

more
 

obvious
 

regulatory
 

role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intention
 

in
 

the
 

previous
 

period.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SOEs
 

to
 

effectively
 

drive
 

innovation
 

intention
 

and
 

deepen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through
 

fulfilling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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